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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 Soh lung 


六七十年代内安法下的政扣者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生病了的政扣者被当做像生病了的畜牲一样关在笼子里。曾福华先生患了晚期癌症是由同是政扣者的傅树楷医生诊断出来的，不是狱医。监狱当局和医生不但没有给于适当的治疗，甚至冷漠无情，置之不理。


曾福华先生是一名散工。他于1971年2月17日被捕。1978年3月13日，政治部知道他已濒临死亡，才将他释放。七年的时间，狱医没有发现曾先生的病情。即使在已诊断出他已患上晚期癌症，他们还是拒绝送他去医院治疗。只是在政扣者们的压力之下，他才被送去医院。

为什么政治部要释放已经病危的曾先生呢？大概是因为他们不要有人死在牢中，还得面对法医调查，会使他在狱中受到的虐待曝光。曾先生于1978年３月２６日病逝，即在他被释放的13天后。


政治部对患病政扣者态度之恶劣是难以置信的。傅医生自己生病时就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狱医没能诊断出他的病症，差点让他丢失性命。幸运的是傅医生来自一个医生世家，他才有幸活到今天。
内政部现在拒绝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知道很多前政扣者受到政治部人员极大的伤害，这样一个委员会会让他们面对赔偿的法律程序。

以下是傅医生2011年9月13日在新加坡发表讲话的第二部分。
明月湾中心（MCC）


在这个8间牢房的建筑物里，我被单独监禁了一年。这是明月湾中心里最大的一座。后来，我又被转去一座较小的，有5间牢房，位于中心最西部的尽头，被行政楼与其他的隔开。我们私下都知道这是最“坚固”的一座。我发现我和朋友在一起了。曾福华、何标、谢太宝等人预先知道我要来，都站在栅栏后欢迎我。经过多个月的单独监禁之后，又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感觉真好。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去看生病了的政扣者，因为我无法给他们治疗。我经常坚持他们必须看狱医。一天，曾福华说他肚子痛。N.Singh 医生来了，就在院子里的走廊上给他作检查，很随便的检查。医生开了一些抗酸剂，下午送来。晚上十点左右，当我们又都被锁进我们各自的牢房后，福华叫我，说他的肚痛吃了药没改善，更痛了。

福华是一个顽强的人。在牢房被打得厉害时，他甚至抄起椅子，准备同政治部那些残暴的打手决一死战。一个对死已无所畏惧的人，你还能拿他怎么样呢？于是政治部的头头只好出面，识相地吩咐那些打手停止使用酷刑。福华是华中学运的领导人之一。当警察追捕这些人时，他不得不逃亡。他虽然出身富裕家庭，却对逃亡期间的贫困日子毫无怨言。当他从他的牢房喊我时，我知道他一定是痛得很厉害了。但我能做什么呢？只好告诉他明早看守一来开牢房，我第一件事一定是去看他。在拂晓的朦胧中，牢房里显得更昏暗，我还是看出他虽然没有出现黄疸，但可以摸到肚子里有一个巨大的肿块。他一定是意识到我在犹豫，所以接着说：“树楷，不用担心，告诉我真相。我能接受的。”我说，他已患上晚期癌症了。我写了一封信给监狱负责人。我不可以联络狱医。福华被送去中央医院，发现已不宜动手术，又再被送回我们的牢房。

回到我们那座牢房时，监狱负责人要将他送去樟宜监狱的医院，那地方对患病的政扣者来说是个大笼子，不是医院。在我们牢房这儿，我们还能给他更好的照顾。我们都反对将福华送去监狱医院，并准备为此进行斗争。狱吏推着轮椅来了，福华不肯去。狱吏只好返回去告诉负责人。又过了几天，监狱方面发慈悲，同意将福华送回中央医院里的监狱部门。在那儿一个星期左右，已病危的他才被释放回家。
我又被送回去惠德里扣留中心关了几个月。这次是被单独关在一个较大的附有一个小院子（供运动用）的牢房。你可同你的邻居喊话，可你看不见他们。1961年我在竹脚产科医院供职时，一个部门副主任Dr.Toh Siang Wah 来看我。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决定要送我一部圣经，还要安排人来和我一起阅读。而这个人就是惠德里的一名高级官员。我没反对，只是坚持一定要从第一页读起，而他对创世纪一点儿都不懂。他们一定是发现我的解释更合理，这个课程很快就结束了。

又过了一些时间，我被带去更衣室，让我换上被捕时穿进来的衣服。换上后像样多了，我则纳闷他们要带我上哪儿呢？很快，我就被带到监狱职员的休息室。桌上摆着茶点，两名曾和我在医院共事的医生——Dr.Teo 和Dr. Nagulendran 热情地问候我，让我大感意外。这两人都是板桥医院的精神病专家。他们解释说，他们被要求来指导一项关于政扣者精神状况的测试。显然是要建立一份政扣者精神状况的病历，就如我们大家都有的心脏病历，关节病历等等。这样一来，在筛选几百名实习生去进一步深造时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金钱。也许惠德里中心以后将作为一间精神病医院而著名，因为其扣留犯都成了精神病人。

他们给了一些问卷让我回答，题目的范围从智力测验到问我是不是家里最受爱戴的人。我不准备填写这些问卷。Dr.Nagulendran  说这项研究是绝对秘密的，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再说，我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或拒绝参加。 

我品尝着糕点，谢谢他们让我很高兴见到老朋友，并且告诉他们我谢绝参加。我在想，其他的政扣者会怎样做，他们很大可能是参加，但会尽可能给予不真实的答案。后来，我发现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然而，大约十天后，我被叫去审讯室。一个警长单独来审问。他板着脸，一开始就告诉我说，我因不参加那项测试将受惩罚。我微笑着问他是怎么知道我没有参加，因为那些医生已向我保证，整个过程是保密的，秘密的。他无法回答。

接着我又突然被送回明月湾，回到和谢太宝、何标一起的那座牢房。

与死神擦身而过


最后于1980年，我又一次被送回惠德里。这次也是把我一人关在一个大牢房里。大概一个星期一次，把我传去审讯室谈谈话，关于健康课题或读报。

1981年，一个清晨，我从头顶一直到颈项剧烈地疼痛起来。我肯定是昏倒在地了，然后又醒过来，听到看守发现我倒在地上。大约凌晨四时半，他叫来值班的警长。他们进了牢房，查问我的病情。我说我必须住院检查，问题应该是头颅内压力上升。他们打电话给主管，然后告诉我，他们提议送我去樟宜监狱。那边的医生会护理我。那天一大早，我就被载去樟宜医院，一路经受剧烈的头痛和不停地呕吐。

值班的男护士，人很好。他和我说，已通知了Dr N.Singh ，他早上一上班会首先第一个看我。这时大约早上六时半。我被批准进入监狱医院。这是一间大屋子，入口处两边各有一个笼子。我被关进其中一个。他给了我两粒班那杜，我躺在床上，感觉好一点了。


这么碰巧的是，那天早上刚好是我的家庭探访日。我的家人到了惠德里扑空又赶来樟宜监狱。沿着狭窄的走廊到探访室，这一路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情况糟透了。这里没有对讲机，我直接同家人讲了我的情况以及我为什么被送来樟宜监狱医院。Dr. Singh 有来看我吗？没有。我父亲很担心。回到家他就打电话给我的兄弟，让他联络一个在卫生部工作的朋友。这才安排了樟宜中央医院的一个医生来看我。

大约下午三点半，那个内科医生来了。他建议我转去樟宜中央医院。在监牢里这么多年，现在有这么舒服的床和这么好的被单是让人高兴的。可我已精疲力竭，没能真正享受这一新的环境。

神经科医生认为我需要做一个颅内透视，所以又将我送到陈笃生医院。他们做了各种的透视，可没得出任何诊断结论。在我的鼻腔和前额之间发现一个肿瘤。

最后的决定是让神经外科医生来作手术，时间定在星期一。我被关在一个冷气病房里近一星期。在进行预定的手术前，是得先在冷气室里呆上一天左右。我咳出一大团黏糊糊的东西。结论现在已很明显，我的前额一直到面颊有一个肿瘤，而且在手术之前爆裂了！现在我需要的不是打开头颅而是耳鼻喉科医生被叫来给我动鼻窦手术。我长期的鼻窦炎已恶化了。

手术还算顺利。第三天，耳鼻喉医生将塞在鼻腔里止血的纱布拿出来时，那持续受到肿瘤挤压的鼻腔壁变得很薄以至完全暴露，导致一条附在上面的动脉血管也随着那块纱布被拉掉了。结果大脑失去血的供应，我昏迷过去。这时一个医生赶紧给我做颈动脉结扎。然后，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那可怜的朋友，那个耳鼻喉科医生发狂地按压我的胸部，做人工急救。过后我被告知，这救了我一命。可我在复原时感到肋骨断裂般的剧痛。留给我的严重后遗症是视网膜缺氧和眼窝变形。但感谢我的朋友们，我还活着。
释放


1981年，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我又继续被扣留了两年。送回惠德里中心进行康复治疗。1982年8月，他们说要释放我，但警告说我不可以批评任何人，不允许召开记者会来谈论我的案件和对我的指控，政治部将会以我的名义发布一项声明，他们甚至还打电话威胁我的父母说，如果我召开记者会，就立刻会被重新逮捕。而且不管我签不签自白书，我都得遵守例常的限制令。

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公民，如果记者们来敲我的门，我会请他们进屋。你们最好叫人守在我的门外，赶那些记者走。”我绝对拒绝任何没有我的签名却乱说是我的声明。

我于1982年8月26日被释放，未经审判在李的监牢里被关了17年。开始一段日子里没有记者来看我。后来有一人自称是来自Associated Press 的Ｍｒ．Ｄ　Ｓｉｌｖａ　来我的家。我告诉他对我的限制令以及谈论我的案情将遭引关押的威胁，他可据此得出他自己的结论。

后来我又遇见他。他告诉我说。那次采访后，那晚他去Ａｌｂｅｒｔ　Ｓｔｒｅｅｔ　吃东西。有人拍他的肩膀叫他跟那政治部的官员去惠德里中心。他告诉他们采访时我说的一切都已录在他的卡带里，他离开后他们可以自己去看。他们表示没有兴趣。他被带去一个职员的会议室，让他坐在那儿整整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早，他被要求签一项声明，说他在那儿没有受到虐待后，才让他离开。我想这是为恐吓那些外国记者，因为他们比他们在本地的同行勇敢。


我还是不断地受到骚扰。例如，当我受雇于机场里的一个诊所时，他们不允许我经过停机坪。那些公务员们无法想象，我只是同他们说打电话给我诊所的老板——一个英国护士，跟她说我被拒绝进入停机坪，如果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不负任何责任。几个电话后，我的准证就办妥了。


在那机场诊所服务了很短的时间。１９８９年移民加拿大之前，我在实龙岗路上段开了一阵子私人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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